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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战略透支的理论探究大多集中于国家过度扩张的实例,然而

源于古代东亚的历史经验却展示了另一种情况,即从事过度的防御亦可引

发战略透支。北宋和明朝都曾一度因其过度的防御努力陷入了损耗国家财

政和资源的困境之中。为解释这种战略透支现象,作者探究“袭击—持久”

战略互动中国家战略行为不对称性的根源以及袭击者造就的成本陷阱,并

以此为基础揭示国家在防御信条下陷入战略透支的具体机制。“袭击—持

久”战略互动的根源是参与方具备不对称的机动能力和战略目的,而防御性

持久战略无法成本可控地遏制进攻方的袭击。面对袭击战威胁,倘若国家

在进攻行动惨败的影响下转向依赖防御性持久战略,并在互动中持续放大

军事资源投入需要,则会陷于战略透支的困境。考察学界少有涉及的一类

战略透支现象并探究其机制,有助于丰富战略透支理论和提炼必要的历史

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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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若国家为拓展利益和巩固安全,做出不当的努力去摆布有限的资源,过

度汲取本就不充裕的国家财富和人力投入靡费的军事行动,则有相当大概

率陷入经久的对外冲突和对内损耗中。这一历史上很多国家都曾陷入的困

境在扩张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更为显著,因而,迄今为止,有关战略透支的理

论探究大多集中于由过度扩张引起的战略透支,其中包括一些为人所熟知

的案例:通过不断扩张获得巨大疆域的罗马的衰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德国和日本的崩溃,冷战中美苏各自在边缘地带陷入长久的消耗等。可以

说,在主流认知中,国家的战略扩张和承诺过度诱发战略透支是毋庸置疑

的,“扩张”甚至成为导致“透支”的唯一解释变量。然而,源于古代东亚的历

史经验却为我们提供了另一幅图景,即从事过度的防御亦可引发战略透支。

北宋中期(1041—1066年)和明代中期(1449—1567年)的决策者都曾

以其不当的防御努力导致了国家的疲敝。自宋太宗时期多次攻取幽蓟的进

攻战略失败以来,北宋转向了防御性的国家安全战略。北宋皇帝宋仁宗以

“柔仁”著称,“偃武修文”思想在宋廷有重要影响。然而,北宋庆历年间,冗

兵、冗费问题急剧发展,致使北宋的财政汲取接近极限,直到神宗朝之前这

一状况都没有得到明显扭转。而对明帝国来说,自土木堡之变,明廷顽固地

将线性防御式的边疆安全战略作为应对北方威胁唯一可仰赖的战略选择,

大规模地修建了边境军事建筑和建立了包围帝国北部边疆的漫长哨所线。

边墙、边军日益成为吞噬明廷资源的巨大黑洞。绝贡市而独用军事,轻京军

而大修边线,渴求安全的明廷摄取了过量的社会资源,将国家财政拉伸至崩

溃边缘。为什么北宋朝和明朝决策者会过度施行低效的军事防御战略,以

至于大大加剧国家经济社会的负担? 因过度防御而陷入战略透支是历史上

并不多见的情形,对此少有学者进行过阐述和分析。

在此需首先说明两点。第一,哪些情形属于或不属于过度防御努力引

发的战略透支? 国家在战略透支形成过程中明确地具有政治和战略层面上

的防御性,即以保卫本土安全为核心目标且奉行军事防御战略,才可能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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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防御努力引发的战略透支。① 有时进攻和防御存在模糊地带,例如美国和

苏联冷战时期在边缘地带的长期消耗,既有利益拓展的一面,也有为了安全

进行防御的一面。类似的还包括查理五世治下的哈布斯堡西班牙、17世纪

末期到18世纪初的奥斯曼土耳其等,它们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既有防御性

也有进攻性的一面。按照大战略的“雄心水平”②来说,它们追求全球性或者

区域性霸权的努力仍然偏向过于雄心勃勃的一端,因此不能作为防御努力

引发战略透支的案例。另外,当一个国家面对强大对手高烈度战争的紧迫

威胁时,需要调取一切资源才能保全自己,国家可能入不敷出,但称之为战

略透支是不适当的。因此本文假定,在本研究所探讨的由防御努力引发的

战略透支中,体系中对象国家的主要对手不愿或无力卷入一场消耗性大战,

因此客观上不存在全面战争威胁。

第二,本文的研究重点是为两个明显偏离主流的案例提供理论解释,主

要目标并不是建立一个能够解释包括所有战略透支类型在内的一般性理

论,也并非要颠覆过去有关过度扩张的已有理论。反常案例研究之所以可

以作为一种有益的补充,是因为不符合预期的特征或结果一定程度上挑战

了现有理论,通过对它们的分析可以探索新的解释要素或因果关系。③

为了检验文中提出的防御信条下国家战略透支机制,本文运用了定性

研究中的求同法,对北宋仁宗至英宗朝以及明代宗至世宗朝进行了过程追

踪。尽管两个案例都发生于古代东亚,但是北宋和明代案例相距4个多世

纪,在实际控制国土范围、中央集权程度、社会经济繁荣程度等方面还是存

在显著的不同,差异化的案例背景与相似的战略后果有助于观察关键变量

对结果的影响。对这两个反常案例的研究,不仅可以丰富我们对战略透支

①

②

③

战略透支的确有可能是前一阶段过度扩张产生的滞后反应,但本文的宋、明案

例在前一阶段并不存在较近的过度扩张阶段,可排除这一可能。
大战略“雄心水平”指的是某一特定大战略试图影响对象的规模或范围,范围既

包括地理覆盖区域,也包括问题领域,参见Pa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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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与机制的理解,还能够为面临类似战略困境的国家提供必要的历史教

益。本文一共分六个部分:除引言外,第二部分简要回顾现有的战略透支理

论研究。第三部分是解释框架,重点分析“袭击—持久”战略互动中国家战

略行为不对称性的根源以及袭击者造就的成本陷阱,在此基础上提出防御

努力引发战略透支的具体机制。第四、第五部分将分别考察北宋、明代两个

案例战略透支的过程,以检验第三部分提出的解释框架。最后是结语。

二、
 

既有研究及其不足

绝大部分既有理论解释关注的战略透支发生于在别国主权范围内采取

主动军事进攻的国家。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家的进攻性行为可以

带来更多安全,追求过高的权势目标符合无政府状态下国家的基本行为逻

辑。① 不过,从逻辑上来讲,进攻性现实主义无法回答国家为何在面对过度

扩张招致“自我包围”的代价时仍然不收缩。美国学者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提出了国内政治视角的经典解释。他指出,某些具有狭隘利益的集

团劫持国家政策时,会让国家陷入“只有对外扩张才有安全”的战略迷思

中。② 但是,这在解释斯大林时期的苏联(1947—1950年)国内“好战”的现

象时略为牵强③,因为实际上该阶段苏联的对抗性行为多半是出于对国内外

威胁因素的反应,可以被认为是防御性质较明显的战略行为。同样以国内

政治为研究视角,有的学者将行为体的过度扩张行为归因于其进攻性的意

识形态、身份、军事学说,如“荣誉”“进攻优势说”等。④ 政治心理学视角的研

①

②

③

④

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等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43—49页。

杰克·斯奈德著、于铁军译:《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北京大学出

版社2007年版,第33—58页。
杰克·斯奈德:《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第227—271页。
参见陆伟:《荣誉偏执、身份迷思与日本战略偏好的转向》,载《当代亚太》,2016

年第4期,第87—122页;张一飞:《高速崛起大国的“蜀汉困境”与自我身份重构》,载《当
代亚太》,2018年第1期,第30—66页;Step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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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9,
 

No.1,
 

1984,
 

pp.58-107.



防御信条下国家战略透支之谜 95   

究同样倾向于支持扩张容易导致战略透支。章珏和徐进从战略心理的角度

归纳了目标偏移和止损失败两个导致大国过度扩张的主要因素,据此提出

了二者背后的心理机制。① 姜鹏将地缘政治学和战略心理学结合,发现了海

陆复合型大国多面出击从而陷入“腓力陷阱”的原因。② 另外有一部分学者

针对雅典的西西里远征、汉武帝的对外征伐、一战前德国的海军扩张、二战

后美国的全球霸权等过度扩张案例探索了具体解释。③

上述文献虽为“扩张反噬帝国”的现象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解释,却无法

辨识不同的战略透支类型。与大规模征伐有关的一系列案例具有显著性,

更易于成为战略透支问题的研究对象,而战略透支背后的防御性要素被一

定程度上轻视甚至忽略。另外,在一般性认知中,扩张要求国家调集大量人

力、武器装备及后勤资源投入战争,容易损失巨大却收益甚微,从而更可能

威胁到国家社会经济健康和持续发展。因此部分文献直接将过度扩张行为

作为战略透支的唯一来源,并认为战略透支概念只适用于修正的、执行扩张

战略的国家。④ 因此,上述理论研究很难识别防御引发的战略透支现象。实

际上,可能造就战略透支的行为有时具备既有扩张性、又有防御性的混合特

征。英国1919年后的“帝国防御”体系使英帝国负担了过多的军事和政治责

任,就是这样的典型例子。⑤ 因此,将过度扩张作为战略透支理论分析的唯

一重点是不够全面的。

与此同时,基于防御性现实主义对于防御战略及其影响的分析,奉行防

①

②

③

④

⑤

章珏、徐进:《大国战略透支研究》,载《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2期,第51—83页。
姜鹏:《海陆复合型大国崛起的“腓力陷阱”与战略透支》,载《当代亚太》,2018年

第1期,第4—29页。
李隽旸:《西西里远征:过度扩张的政治经济学》,载《国际政治科学》,2017年第

4期,第28—67页;陈拯:《系统效应与帝国过度扩张的形成:汉武帝大战略的再审视》,载
《外交评论》,2017年第3期,第27—49页;秦立志:《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海权战略与英德

冲突的根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1期,第46—70页;焦世新:《美国为何会

“过度扩张”? ———超地区霸权战略模式的解释》,载《国际关系研究》,2015年第2期,第

119—131页。
章珏、徐进:《大国战略透支研究》,第58页;刘丰:《战略透支:一项概念分析》,

载《战略决策研究》,2017年第3期,第28页。
保罗·肯尼迪著、陈景彪等译:《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

冲突》,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80、309—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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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战略的现状国家陷入战略透支的可能性不大。根据攻防平衡理论,在防

御战略更受国家青睐的条件下,无政府状态不必也不应当成为巨大军备开

支的来源。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认为,安全困境的严重程度取决

于军事技术和地理环境对进攻或防御的支持程度。杰维斯以及其他研究攻

防平衡理论的学者假设他国的现状偏好或扩张主义偏好难以确定,在防御

占优的条件下,国家间军事竞争应是温和的,国家可以安全地降低军备开支

的水平。另外,攻防平衡理论强调,采取防御性军事政策是释放善意信号的

途径之一,能够让国家在复杂的、不确定的环境中部分地缓解安全困境。特

别是在进攻与防御武力容易区分的环境中,国家可以通过专注于防御性武

器来展示善意信号,减少误解的发生和冲突升级的可能。① 唐世平(Tang
 

Shiping)亦指出,无政府状态总体来说给偏好防御的国家适度的或克制的行

为提供了较强的激励。②

可能的例外是,有防御偏好的国家陷入了军备竞赛:与其他国家竞逐更

先进和更强大的军事能力的过程往往导致国防资源投入螺旋上升,有可能

导致战略透支。但是根据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观点,只有在相当有限的情境

中,即一个国家认为潜在对手明显更强大并有紧迫的威胁性,而且认为军备

竞赛可以阻止该对手的侵略时,军备竞赛才明显优于竞争性较弱的政策。③

而上述让军备竞赛成为合理选择的条件在宋、明同其对手的竞争中不存在。

在本文关注的时期内,西夏与蒙古威胁中原的能力和意图是有限的,宋、明

①

②

③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30,
 

No.2,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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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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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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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边过度的防御努力更不是在同对手竞赛军备过程中发展形成的。因此,

标准的螺旋模式的解释在此不能适用。

类似地,根据对战略文化的相关研究,同样可以得出国家因防御努力导

致透支的可能性很小的结论。美国学者江忆恩(Alastair
 

Johnston)总结,在

中国古代较温和的孔孟范式的假设中,战争是可以被避免的,并且暴力的效

用总是受到贬低,即便不得已使用武力也会倾向于有限和审慎的武力使

用。① 托马斯·伯杰(Thomas
 

U.Berger)指出,德国在二战后发展出防御性

的战略文化,具体表现为优先非军事手段并高度限制武力使用。② 尽管他们

对过度损耗问题未做探讨,但此类阐述实际暗示了防御性战略文化不会和

战略透支结果有关的观点。实际上,这也是少有理论研究关注奉行防御战

略的国家也可能发生战略透支的原因。支持防御的社会文化一般被认为与

审慎和节制武力的战略行为契合,如果受这种文化影响的国家出现战略透

支,则是反常且令人费解的情况。但实际上,不论是扩张、防御、和解的战略

文化,或者是进攻、防御、威慑的军事信条,它们和战略总体效能的关系是有

机的。战略进攻并不必然地比战略防御更加浪费资源,战略防御也不能绝

对保证有效地避免战略透支。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尚未回答也难以直接回答“防御缘何可能引发战略

透支”的问题。这一问题可适度地被拓展为“面临外部威胁的国家为何可能

存在资源过耗风险”,与后一问题最为直接相关的是有关“大炮—黄油”权衡

的文献。“大炮—黄油”权衡是指每个国家在分配有限的资源时,必须在实

现其内在价值目标和自身军事实力手段之间进行平衡。罗伯特·鲍威尔

①

②

江忆恩对中国明代的战略文化进行了实证分析,不过其结论是备战范式才是明

代战略文化主流,参见 Alastair
 

I.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242-
247.国家可能拥有不止一种战略传统,实际上,很多学者都认可中国战略文化中存在支

持和解或战略防御的传统,参见宫玉振:《中国战略文化解析》,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年

版;Huiyun
 

Feng,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Confucianism,
 

Leadership
 

and
 

War,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Thomas

 

U.Berger,
 

“Norms,
 

Identi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German
 

and
 

Japan,”
 

in
 

Peter
 

J.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317-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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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Powell)指出,国家以既有的军备水平维持现状可能不是最好的选

择:和平时期过高的军备水平降低了对手打破现状和攻击的能力,但会降低

现状对于国家的价值。① 换言之,当维持现状的成本过高时,发动战争以消

除或缓解威胁会变得更有吸引力。以过高军备维持现状的情况被学者称为

“昂贵的威慑”。② 战略理论家兼战略史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也

曾做出有关这一权衡的经典论述,即和平环境中的国家战略目标和手段要

取得平衡,至少需要一国“在追求完备的武装体系时,应当顾及国防开支可

能形成的影响”。③

“大炮—黄油”权衡确实揭示了军事防御导致战略透支的关键逻辑:过

高的军事投入可能损害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福利等内在目标。基于这一逻

辑,财税管理能力低下与财力基础薄弱等因素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家资源

本身就很容易被军事投资拉伸至极限。中国古代史的部分相关文献提出,

落后的治理方式、畸形的经济发展模式、儒家价值观等因素是一些古代中原

帝国有较高资源过耗风险的可能原因。④ 但是,内部治理问题和财力薄弱通

常只是导致国家容易疲敝的部分原因,并且战略透支研究并非假设国家完

全没有选择权。⑤ 实际上,在战略资源相对有限或资源汲取能力较弱的情况

①

②

③

④

⑤

Ro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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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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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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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2012,
 

pp.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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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
 

G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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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War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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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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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页;黄仁宇:《十六世

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5—70页;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

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01—311页;赵鼎新著、夏江旗译:《东周战争与儒

法国家的诞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5—174页;Zhao
 

Dingxin,
 

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348.
无论古今中外,“战略广而言之,实际上就是行事方略或成事之道,不过这里的

‘事’指的是相对复杂和困难的任务或目的”。参见时殷弘:《编者序》,载《战略二十讲》,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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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如果国家能够根据对国内外环境和可利用手段的评估,通过调整战略目

标和手段实现较为充分的战略收缩,战略透支就能够得以避免。关于为什

么国家难以做出适应环境的决策或调整,非理性主义路径的研究可以提供

一定解释①,然而,战略透支是结果而非行为,上述解释不仅没有聚焦于国家

不当的防御行为,也未能充分分析透支这一客观结果。

更为关键的是,“大炮—黄油”权衡所揭示的仅是浅层的逻辑,它难以解

释为什么国家不得不维持耗竭自身资源的军备水平。解释战略透支现象需

要考察决定国家军备水平以及影响是否发动战争的决策的深层要素。詹姆

斯·费伦(James
 

Fearon)通过基准线模型探讨了无政府状态迫使国家负担

高昂军事成本的原因:无政府状态的成本来自“大炮—黄油”权衡中的战略

动态,并不一定源自一家对别国意图的不确定性。② 所谓无政府状态的成本

下限,即国家所需保持的足以阻止潜在对手动员和进攻的武力水平限度,由

攻防平衡、控制额外领土的内在价值以及领土以外问题上的合作收益三个

方面变量决定。费伦强调,更大的进攻优势意味着国家必须发展武装力量

以获得足够高的威慑力,从而内生地降低了国家维持现状的价值。③

费伦的模型明确地指出,激励对手进攻的结构性条件和战略动态可能

导致国家的军事投入过高。维持现状的价值可能因此降低到一定程度,从

而使得冒险发起战争更具吸引力。尽管上述研究颇具启发性,但宋、明两朝

战略透支的经验并不能很好地被纳入这一理论解释框架中。一方面,维持

①

②

③

政治心理学理论强调认知扭曲有可能阻碍决策者正确判断国内外形势并做出

恰当的战略反应,可参见Charles
 

A.Kupchan,
 

The
 

Vulnerability
 

of
 

Empir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欧文·贾尼斯著、张清敏等译:《小集团思维:决策及其

失败的心理学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也有社会文化视角的研究提出意识形

态、历史传统等因素是可能阻碍国家适应环境的独立因素,可参见Jeffery
 

W.Legro,
 

Re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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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Great
 

Power
 

Strategie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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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h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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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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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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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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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72,
 

No.3,
 

2018,
 

pp.523-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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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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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的价值日益下降,宋廷和明廷却既不降低军备水平,亦不考虑发动战争

以消除潜在威胁;另一方面,面对具备机动性优势的对手,中原政权静态的

防御战略效率较低,过度地投资军事手段可能将资源从其他回报更高的领域

分散,造成昂贵的机会成本。宋、明两朝战略透支的经验是基于理性主义前提

的基准线模型和攻防平衡理论所不能很好解释的。不论是在费伦的模型中,

还是在自杰维斯以来的攻防平衡理论中,在给定的武力水平下进攻的效用更

高时,国家都倾向于发展进攻性武力,也更容易选择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①

总的来说,尽管少有研究能够解释为何奉行防御战略的国家也可能发

生战略透支这一现象,费伦的研究还是提示了可能的理由之一,即国家面对

的是一个相对棘手的局面,战略互动环境提高了国家军事投入的需要。不

过,在对特定的战略互动环境进行分析外,国家选择依赖成本效益比失衡的

防御战略之原因也需得到解释。基于既有研究的优势和不足,本文着重解

释在一类特殊战略互动模式下防御努力成本高昂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

出奉行防御战略的国家陷入战略透支的具体机制。

三、
 

防御信条下国家战略透支的解释框架

本文认为,奉行防御战略的国家之所以会陷入战略透支,是因为防御性

持久战略本质上无法成本可控地遏制袭击,而国家的战略行为漠视了这一

基本战略原理。因此,本文将考察“袭击—持久”战略互动中国家战略行为

不对称性的根源以及袭击者造就的成本陷阱,继而以此为基础揭示防御努

力引发战略透支的具体机制。

(一)
 

战略透支的内涵

根据时殷弘的定义,战略透支本质上指的是战略目的和追求目的的努

① Fearon,
 

“Cooperation,
 

Conflict,
 

and
 

the
 

Costs
 

of
 

Anarchy,”
 

pp.544-545;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pp.188-189;
 

Glaser,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Military
 

Strategy,”
 

p.532;
 

Stephen
 

Van
 

Evera,
 

“The
 

Cult
 

of
 

the
 

Offensiv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9,
 

No.1,
 

1984,
 

pp.58-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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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漠视基本战略机理,以至于战略目的与手段及资源愈加不平衡而引发的

战略困境。① 在研究中,有的词汇和战略透支密切联系又有所区别,如“过度

扩张”(overexpansion),它侧重于指失去内在平衡的扩张性战略及其带来的

透支后果。然而,“战略透支”概念的抽象程度是高于“过度扩张”的。

肯尼迪在阐释“过度伸展”②(overstretch)概念时,并没有将进攻性军事

行动和过度伸展绑定,一战后负担了广大殖民地的英国、20世纪50—80年

代竭力展开军备竞赛的苏联都被肯尼迪作为过度伸展的案例。③ 肯尼迪对

过度伸展的识别和透视基于对大战略目标与手段、成本与效益的理解,具有

丰富的内涵。如果仅从战略层面看,无论国家的政治与军事信条是进攻或

防御,当战略努力收益甚微并且持久,以至于超越了国家能力与资源能够负

担的限度时,则会出现战略透支。从历史经验来看,战略透支也并不一定意

味着进行一场消耗性大战或者同时卷入多场战争,在和平时期,发展不成比

例的军事力量同样可能造成资源过耗的状况。

核心概念操作化是确保研究具备科学性的关键,但是衡量国家是否透

支的难点主要在于,在大战略领域无法创设一个“收支平衡表”来观察国家

是否透支,难以建立统一的标尺在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之间进行

测量和换算。这也是为什么“战略透支”在研究中一直以来都被作为一个描

述性而非分析性概念。④ 综合考虑概念内涵与古代史史料条件限制,本文提

出三项战略防御引发的战略透支的衡量指标,为经验观察提供一个粗略的

基准:(1)维持同一个或多个对手的长期对抗,对抗的具体表现包括小规模

冲突、经济竞争、资源争夺,同时其间不乏谈判与缓和关系的机会;(2)持续

对抗要求巨额且长期的军事防御开支,造成财政资源趋近枯竭以及兵员补

给和后勤保障不济;(3)过高军备水平造成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内部矛盾激

化、执政稳定性受损等国内政治负面影响。需要说明的是,三项指标内部存

①

②

③

④

时殷弘:《传统中国经验与当今中国实践:战略调整、战略透支和伟大复兴问

题》,载《外交评论》,2015年第6期,第62页。
“过度伸展”与“战略透支”同义,中文语境中更多使用的是“战略透支”一词。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第280、

309—310、422—424页。
关于界定战略透支的难处和提出观察指标的办法,参见刘丰:《战略透支:一项

概念分析》,第25—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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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递进的关系,前一项指标出现就意味着后项指标出现的概率增加,同时满

足三项指标时就可以认为国家的战略透支相当明显。①

(二)
 

“袭击—持久”战略互动和不对称行为的根源

在当代的语境下,不对称冲突中参与方的不对称性一般被界定为国际

法地位和力量对比上的悬殊,其中弱小的非国家行为体一方采取游击战、恐

怖主义等非传统方式。② 不过,本文旨在为两个面对外部威胁的古代东亚案

例提供特殊性解释,所以主要考察“恐怖—反恐”或者“叛乱—反叛乱”形式

以外的“袭击—持久”战略互动。实际上,不对称冲突伴随着整个人类社会

发展的历程,其中的参与方可能均为国家行为体,各方实力也未必悬殊。③

当交战方使用相反的战术工具来推行完全不同的战斗计划时,则可以被认

为是不对称冲突。④

据军事历史学家阿彻·琼斯(Archer
 

Jones)总结,袭击者将敌人的经济

或者后勤资源作为目标,或者攻击敌人脆弱的、易被击败的部队,他们通常

计划在避免会战的情况下实现目的。袭击战略(raiding
 

strategy)并不旨在

彻底打倒敌人或者长期地占领别国的领土,一次袭击通常只持续很短的时

间。不同于袭击战略所设想的间接、分散的战斗,持久战略(persisting
 

strategy)设想的是直接的、集中的战斗。持久战略在战争中包括两种截然

不同的形态⑤:进攻性持久战略的任务是长久甚至永久地占领敌人的领土,

防御性持久战略的任务则在于阻挡此类侵略⑥。防御性持久战略强调通过

建立严密的边境防御体系来抵御敌人主力部队的入侵,通常预期需打赢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关于结果变量界定方式的意见和建议。

Christofer
 

Berglun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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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leiman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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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onceptual
 

Structuring,”
 

Dynamics
 

of
 

Asymmetric
 

Conflict,
 

Vol.13,
 

No.1,
 

2020,
 

pp.87-98.
参见阿彻·琼斯著,刘克俭、刘卫国等译:《西方战争艺术:对西方战争思维的追

溯和解析》,海南出版社2017年版,第57页。

Berglund
 

and
 

Souleimanov,
 

“What
 

Is
 

(Not)
 

Asymmetric
 

Conflict?”
 

p.92.
为避免单独使用“持久战略”造成混淆,本文在说明引发战略透支的战略选择

时,使用防御性持久战略以区分于进攻性持久战略。
阿彻·琼斯:《西方战争艺术》,第50—51、587—5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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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或多场重要的会战才能实现对敌人的消耗。交通枢纽堡垒化、为城市修

筑城墙以及在边境地区甚至整个国家内部设置障碍限制机动性是以持久防

御方式抵御入侵的普遍手段。① 在战争中,行为体不管是基于进攻还是基于

防御的战略目的,都可以采取袭击战略或者持久战略。表1显示,持久/袭击

战略与进攻/防御目的的组合共有4种结果。本文的研究问题假定了战略透

支的国家同时具有政治和战略上的防御性,因而,在此可以进一步限定文中

“袭击—持久”战略互动仅指“DP”同“OR”的互动,即进攻性的袭击战略与防

御性的持久战略的互动。

表1 战略分类

持久战略(P) 袭击战略(R)

进攻目的(O) OP OR

防御目的(D) DP DR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行为体之间不对称的战略行为往往是它们战略能力和战略目的不对称

性的反映。② 一般而言,发起袭击战进行侵略的一方军事机动能力显著占

优,且在冲突中追求有限修正目标;奉行防御性持久战略的一方军事机动能

力明显处于劣势,并以捍卫国家根本利益为目的。③ 机动性优势是使袭击行

动具有突然性和隐蔽性的关键。机动性优势可以使一国迅速调动军事力

量、改变战略部署,快速打击对象国的薄弱点并在撤退时避开追击,从而减

少战斗中的伤亡和损失。④ 在19世纪中期以前,骑兵奔跑的速度基本上界

①

②

③

④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得以发展的马其诺防御学说就是防御性持久战略的典例。
参见罗伯特·道蒂:《安全幻觉:法国》,载威廉森·默里等编、时殷弘等译:《缔造战略:统
治者、战争与国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519—521页。

当代语境下的不对称冲突研究往往强调冲突参与方总体实力的不对称性,其中

的弱势一方为了生存而无限制地升级暴力,从而有机会以弱胜强,参见杨少华:《弱者何

以能胜?》,载《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3期,第18—21页;左希迎:《非常规战争与战争

形态的演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3期,第90—91页。
追求有限目标的国家通常设定的是具体的、明确的目标,这些目标的达成容易

被识别和衡量;无限目的是指国家比较终极或根本的目的,通常缺乏物质实体并且不容

易被量化。后者并非达到某更高一级目的的手段,这是区别于前者的重要方面。

Hugh
 

Kennedy,
 

Mongols,
 

Huns
 

and
 

Vikings,
 

London:
 

Cassell
 

&
 

Co,
 

2002,
 

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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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陆地战争机动性的上限。① 为了判断机动性优势与劣势,需要对比两国

军队在兵力结构与武器系统、实战经验与训练水平方面的差异,在这两大方

面都明显更适应机动作战的一方具备显著机动性优势。另外,经济实力可

能奠定国家发展机动能力的潜能,但并不直接决定机动能力。

除机动能力显著不对称以外,战略目的有限性/无限性也影响着行为体

的袭击/持久战略选择。战争消耗与战略目标的大小一般成正比,为了有限

目标理论上不需付出过分的努力。具有侵略目的的袭击者多半旨在掠夺敌

人财产,或者通过多次小的战术胜利累积政治/心理收益。匈奴人、阿拉伯

人、北欧海盗、马扎尔人、蒙古人的袭击行动都反映了他们对较富饶农耕民

族有形资源和财产的追求。② 袭击行为亦可能由多种利益共同驱动。以三

十年战争为例,各国发起袭击一方面是为了通过掠夺来满足部队供给,另一

方面是希望通过破坏防御据点向对手施压,以争夺港口、贸易路线或其他地

缘政治利益。③ 由此可见,追求有限目标是具有进攻目的的行为体主动发起

袭击的必要条件。

而选择防御性持久战略的一方通常是为了抵御对安全、地位、荣誉等国

家根本利益的威胁,其战略目的具有无限性。防御性持久战略设想通过应

对高烈度战争达到其目标,而当生存或者其他国家根本利益不受威胁时,一

个旨在维持现状的国家应当避免持续进行军事资源的高度动员。考虑到自

身资源限度和边境防御体系的昂贵成本,国家的审慎选择是以适度的武力

结合政治、经济、外交手段,甚至采取不作为、绥靖等战略,使得边缘性矛盾

或低烈度冲突得到控制或者化解。只有当防御方认知中存在对根本利益的

紧迫威胁时,其才有更强烈的动机制衡威胁,甚至为此付出自我疲敝的代

价。需要说明的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互动并不必然地发展为不对称

冲突,它们各自的机动能力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较高的不确定性,比如农

①

②

③

Karen
 

Ruth
 

Adams,
 

“Attack
 

and
 

Conquer?
 

International
 

Anarchy
 

and
 

the
 

Offense-Defense-Deterrence
 

Bala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8,
 

No.3,
 

2003,
 

p.57.
物质欲望是古代游牧民族时常袭击农耕民族的基本动因之一,参见内田吟风:

《古代游牧民族侵入农耕国家的原因———以匈奴史为例的考察》,载《西域研究》,2016年

第4期,第101—115页。
阿彻·琼斯:《西方战争艺术》,第5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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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民族的机动能力有时能取得阶段性的显著发展①,游牧民族的机动能力亦

可能出现退化②。

(三)
 

不对称冲突的成本陷阱

成本陷阱是不对称冲突中普遍存在的战略现象。譬如,有不少学者指

出,大国如果使用常规战争方式应对非常规战争威胁,它们不但可能因为不

够分散灵活而无法有效遏制叛乱分子或恐怖分子,反而容易由于过度使用

武力而陷入得不偿失、自我疲敝的困境。③ 用理查德·贝茨(Richard
 

Betts)

的话来说则是,“恐怖袭击中花费的一美元要比在反恐中花费的一美元有效

得多”④。在“袭击—持久”战略互动中,成本陷阱反映的是袭击者利用特定领

域里自身的优势和对手的劣势,以低成本的暴力或战争手段施加伤害于对手,

从而客观或有意图地造成对手的资源过耗风险。后者是否落入成本陷阱则取

决于它对威胁的回应方式:如果选择依靠同冲突形态完全不相适应的强硬策

略,那么它就不得不在劣势条件下展开斗争,承受长期高强度的资源投入。

追溯不对称冲突的古老源头可以发现,袭击战略历来是在经济上和政

治上较强的作战形式,不论是防御性还是进攻性持久战略,实际上都很难成

本可控地遏制袭击。正是因为袭击战略对持久战略固有的优势,韦辛格托

里克斯的顽强抵抗才能一度使恺撒军队陷入困境;维京人才可能在9世纪里

不断劫掠德意志以及法国海岸和内地,却很少遭到成功的抵抗;马扎尔轻骑

①

②

③

④

中国古代史上不乏类似的例子,比如,汉朝武帝颇为重视骑兵建设以及吸纳周

边民族骑兵,唐初战争中亦出现过一批将帅善于率领轻骑兵部队进行远程奔袭。
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

49—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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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Politics,
 

Vol.27,
 

No.2,
 

1975,
 

pp.175-200;
 

Ric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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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s,

 

“The
 

Soft
 

Underbelly
 

of
 

American
 

Primacy:
 

Tactical
 

Advantages
 

of
 

Terro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17,
 

No.1,
 

2002,
 

pp.19-36;
 

Ivan
 

Arreguin-Toft,
 

How
 

the
 

Weak
 

Win
 

Wars:
 

A
 

Theory
 

of
 

Asymmetric
 

Conflic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24-47.
Betts,

 

“The
 

Soft
 

Underbelly
 

of
 

American
 

Primacy,”
 

p.30.



106  国际政治科学(2023年第4期)

兵才能够一路向西劫掠至莱茵河入海口,让德意志重型骑兵几乎无可奈

何。① 类似的例子实际上不胜枚举,这使得一位历史学家总结出“游牧悖论”

(nomad
 

paradox)观点,即游牧民族所享有的相对军事优势让它们能够设法

摧毁比自身更富有的帝国。②

在“袭击—持久”互动中,袭击者所具有的明显优势可以从三个方面进

行总结。第一,袭击者拥有集中优势兵力和选择进攻目标与时机的优势。

在最弱链条/最佳射击博弈中,防御链条的一个环节被破坏可能让所有其他

环节都失去效用,因此进攻方只需要在一个战场上获得胜利。③ 类似地,袭

击者容易集中优势兵力以及执行对自身最有利的进攻方案,防御方则需要

以大致平行于边界线的防御链阻挡进攻。第二,袭击者在撤退上享有优势。

袭击者通常不以控制领土为战斗目标,这使得袭击者能够在实现袭击目的

后有意识地迅速撤退。在近现代之前的历史上,袭击者可以利用多种手段

来逃脱追击,如砍伐树木、烧毁桥梁、设阻击线或充分利用复杂地形。当对

手缺乏良好的机动性条件时,袭击者在撤退上将更容易取得优势。第三,袭

击者通常拥有心理优势。意外的攻击能够给防御方带去恐惧感,使防御方

在战斗开始时陷于被动。士气对战争的结果影响显著,发动突袭者很有可

能使没有做好准备的防御方惊慌失措,从而放大防御方军事失败的概率。

而如果防御方缺乏相当的手段和能力给袭击者施加其难以承受的损伤,或

者不能展现出不惧暴力升级的决心,就很难拥有足够的威慑能力。④ 况且防

御方长时间不发动进攻这一行为本身就可能导致己方士气被挫伤。⑤

①

②

③

④

⑤

阿彻·琼斯:《西方战争艺术》,第74、94、96页。
不过这一观点暗示游牧民族是不可能被战胜的,显然不符合事实。参见Kennedy,

 

Mongols,
 

Huns
 

and
 

Vikings,
 

pp.16-21.
关于 最 弱 链 条/最 佳 射 击 问 题,参 见 Derek

 

J.Clark
 

and
 

Kai
 

A.Konrad,
 

“Asymmetric
 

Conflict:
 

Weakest
 

Link
 

against
 

Best
 

Sho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51,
 

No.3,
 

2007,
 

pp.457-469.
Thomas

 

C.Sc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12-18.
例如,在越南战争中,抗美战争全面开始后北越部分领导人主张发起更大规模

军事进攻,主要就是为了避免挫伤士气。参见时殷弘:《从拿破仑到越南战争:现代国际

战略十一讲》,团结出版社2003年版,第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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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应对袭击战的成功经验说明,灵活运用非军事手段对于节省成本

而言至关重要。亚历山大在多年征战后最终以政治方式结束了大夏人的袭

击,他通过缔结婚姻建立同盟关系,平息了大夏人的反抗。① 汉高祖经历白

登之围后,终于对匈奴施行绥靖政策,由此开启了一段约20年的朝贡和平时

代。② 另外,成功运用军事手段对抗袭击者的实例亦有共通之处:在军事上

保持灵活反击能力,消灭对手的散兵游勇和限制对手机动性,甚而在必要时

发起对敌军主力的反攻。罗马人与拜占庭人曾经努力将劫掠后满载而归的袭

击者诱至背靠河流、城墙、山隘的地方以便消灭他们,不过即便前者使用了庞大

的兵力,数量较少的袭击者在攻势上仍然占上风。③ 英格兰人将威尔士的领土

占为己有和征募当地的威尔士人参加武装部队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并且当

英格兰人以进攻行动对付袭击者时,后者撤退的优势就很难发挥作用。④

总而言之,相对有效地应对袭击战的历史案例中,防御者通常灵活运用

传统与非传统的进攻方式,或者混合利用政治、经济、外交等多种手段。相

反,纯粹依赖防御性持久战略将造成明显不利于防御方的成本效益比。以与

战略目的不相适应的手段应对袭击战威胁,将使防御方背上沉重的成本负担。

(四)
 

防御信条下国家战略透支的具体机制

国家选择依赖某种成本效益比失衡的军事手段来阻止袭击,一定程度

上有悖于理性选择逻辑。⑤ 防御方是否会落入成本陷阱取决于它的战略选

①

②

③

④

⑤

汉斯-约阿希姆·格尔克著、王诗文译:《亚历山大大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年版,第126页。
时殷弘:《武装的中国:千年战略传统及其外交意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1年第6期,第10—14页。
阿彻·琼斯:《西方战争艺术》,第116页。罗马人还使用暗杀、金融、心理战等

手段对付袭击者,参见马克斯·布特著,赵国星、张金勇译:《隐形军队:游击战的历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5—27页。

John
 

Beeler,
 

Warfare
 

in
 

England,
 

1066—1189,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139-140.
正如前文提到的,结合软性手段并进行反袭击或战略反攻具有相对更好的成本

效益比。而在几种不同战略能够产生相当效益的前提下,理性的决策者最终会选择成本

较低的方案,参见于尔根·布劳尔、休帕特·万·蒂尔著,陈波、龚卫锋译:《城堡、战争与

炸弹:军事史的经济学解读》,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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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面临袭击战威胁时,被袭击方内部主流军事学说的理念将决定其在多

大程度上依靠防御性持久战略。此外,战略透支最终形成还取决于得不偿

失的战略困境是否持续扩大。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说明的,一是造成一国军

事信条同袭击战全然抵触的干预变量,二是国家军事资源投入过度的具体

机制。本文认为,进攻行动惨败作为干预变量使得决策者断定进攻性行动

前景惨淡,夸大了静态和保守的防御战略的预期价值;国家转向奉行防御性

持久战略后,在本国决策者的风险规避倾向以及对手的相对剥夺感的共同

作用下,国家持续放大军事资源投入需要,最终陷入了战略透支。如图1
所示。

图1 防御信条下国家战略透支的具体机制

注:实线箭头代表机制流程,虚线箭头代表因素影响。

首先,在进攻行动惨败的影响下,国家转向依赖单一的防御性持久战

略。与进攻或防御相关的重大事件可以影响人们对其成败概率的判断。①

新近的且生动的事件在人的记忆中具有易得性,无论该事件曾经发生的频

① 决策者本能地会倾向于依赖容易得到的信息,这可以被称为“易得性启发式”
(availability

 

heuristic)的心理捷径。参见李爱梅、田婕、李连奇:《“易得性启发式”与决策

框架对风险决策倾向的影响》,载《心理科学》,2011年第4期,第9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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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如何,都更容易被唤起。① 进攻行动惨败的信息容易被决策者提取,继而

在涉及决策制定的判断中被赋予更大的权重。对新近事实的简单解读和过

分依赖,会导致决策者做出基于部分信息和偏见的决策,从而降低采取混合

的、灵活的战略行动规划的可能。战略决策者有关“应当具有怎样的武装力

量”“如何使用武装力量”的具体想象变得局限于更加静态和保守的战术,排

斥进攻性武装力量和轻视机动策应的行动。尤其是当机动能力本身处于劣

势的国家在经历一次惨重的进攻失败,而修筑防御工事取得一定成效之后,

进攻与防御获胜概率期望值之间的差距将远远拉大。决策者很容易相信建

立堡垒密布的边境可能是保障国家安全的最稳妥甚至是唯一可靠的方式,

而忽视了采取混合战略或灵活战术的可能性。

其次,在新的战略互动环境下,本国决策者的风险规避倾向以及对手的

相对剥夺感会持续放大军事资源投入需要。一方面,防御方追求的战略目

的具有无限性,为了规避国家安全或根本利益受挑战的风险,防御方需要维

持长期性、高强度的军事资源投入。基于机动性优势,进攻方如果总体实力

较强,不仅可能通过袭击来实现有限目标,还可能以闪电战方式取得决定性

胜利。倘若防御方未能建立起足够严密的边境防御,无法应对敌人大规模

部队的快速推进,就可能面临国土丧失或政权颠覆等严重后果。而防御方

难以彻底了解对手威胁能力和意图的大小,对手的机动性优势还使得预测

敌对行动愈加困难。对于防御方而言,国家安全或根本利益受挑战的风险

还在于袭击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例如,国家的声誉一向被认为必须严加

保护,如果对手发动了袭击而不受阻挡或惩罚,可能会使外部观众形成该国

能力或者意志软弱的印象。② 此外,反复受到袭击还可能会损害决策层执政

地位的稳固性。在一些情况中,连锁反应风险确实客观存在,但有时是决策

①

②

Amos
 

Tversky
 

and
 

Daniel
 

Kahneman,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Science,
 

Vol.185,
 

No.4157,
 

1974,
 

pp.1124-1131;
 

Roy
 

M.Poses
 

and
 

Michele
 

Anthony,
 

“Availability,
 

Wishful
 

Thinking,
 

and
 

Physicians'
 

Diagnostic
 

Judgments
 

for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Bacteremia,”
 

Medical
 

Decision
 

Making,
 

Vol.11,
 

No.3,
 

1991,
 

pp.159-168;
 

Carmen
 

Keller
 

et
 

al.,
 

“The
 

Role
 

of
 

the
 

Affect
 

and
 

Availability
 

Heuristics
 

in
 

Risk
 

Communication,”
 

Risk
 

analysis,
 

Vol.26,
 

No.3,
 

2006,
 

pp.631-639.
罗伯特·吉尔平著、武军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1994年版,第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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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信念中的“多米诺骨牌”思维影响了决策。① 总而言之,在具有高度不确定

性的环境中,防御方决策者为了国家安全和根本利益免受挑战,就不得不依

赖更高水平的军事防御。

另一方面,面对渴望获取特定物质利益或政治特权的袭击者,国家采取

严厉措施抵制掠夺与施压行为可能会给战略互动环境带来双重效应。以巨

量资源投入为代价的严密防御措施确实可以减少袭击的发生频率,因为袭

击者在试图突破防线时将面临更高的代价与风险。然而,高强度的防御可

能会导致对手产生相对剥夺感。② 当袭击者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时,它可

能会不满于别国拥有自身所匮乏的资源或物质条件,或者认为以自身的实

力理应匹配更好的资源和机会,从而加剧敌意或报复欲望。所以在应对袭

击者时,国家需要综合考虑战略手段的间接后果,在严厉的军事措施外,重

视采用“挂钩”、谈判等方式解决争端或缓和矛盾。否则,持续紧张的双边关

系将进一步阻碍国家减轻对军事防御手段的依赖。

需要说明的是,战略资源过度损耗的问题是有可能得到改善或逆转的。

随着经济社会压力逐渐增大,国家在特定情况下可能抛弃对防御性持久战

略僵化的依赖,在一段时期内优先追求国内的繁荣,并开发和动员更高效的

战略手段,以维持持久和平。这样的转向一般发生在强烈的外部刺激之下,

否则通常需要强有力的政治统帅掌权并任命有能力的专业人士推动改革,

才可能实现。

四、
 

北宋中期的对外战略(1041—1066年)

西夏和辽在此阶段拥有对宋实施袭击战的机动性优势,两国屡次袭击

北宋边境以掠夺资源或传递政治讯息。北宋在经历宋夏战争初期进攻战略

惨败后,转向采用防御性持久战略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主导,造成防御成本

的激增。自宋夏冲突以来,宋廷始终将西夏和辽作为长期战守的目标,最终

①

②

参见罗伯特·杰维斯著、李少军等译:《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

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0—181页。
相对剥夺感是一种自身和期望标准进行比较时所感到的落差和不满足感,参见

Ted
 

Robert
 

Gurr,
 

Why
 

Men
 

Rebel,
 

London:
 

Routledge,
 

2016,
 

pp.3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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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沉重的军事负担逐渐陷入战略透支的困境。

(一)
 

战略互动环境

宋仁宗即位以来,北宋中期的边患主要来自西夏和辽两国。① 西夏和辽

都拥有骑兵配置的优势:党项人以擅长养马著称,其重骑兵“铁鹞子”作为主

力兵种,人数达到数万,是难以对付的精锐军事力量;契丹亦是“其富以马,

其强以兵”。② 此外,西夏和辽实施突袭战的优越性不仅体现在马匹和骑兵

配置数量,还源于其尚武传统和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这让他们远比一般

的农耕民族更擅长高度机动性的作战。史料记载显示,夏军和辽军通常实

施迂回、埋伏、突袭等灵活的间接作战策略。秦凤路经略安抚使何常奏言,

称西夏骑兵“百里而走,千里而期,最能倏往忽来,若电击云飞”③。熟知辽军

战术的宋琪描述辽军称:“且用军之术,成列而不战,退而乘之。”④《辽史·兵

卫志》中也有类似的记载。⑤ 而北宋中期的兵种配置以步兵为主、骑兵为辅。

仁宗朝宋祁评价当时缺马的窘境:“今天下马军,大率十人无一二人有马。”⑥

因此,即便是庞大如百万之众的宋军分布在陕西、河东、河北沿线数千里,也

难保具备对袭击者的局部优势。⑦

西夏的战略目的是通过战争进行掠夺和传递政治讯息。通过侵占农

田、劫掠军饷道、挖掘窖藏储备,西夏能够从对宋袭击中攫取相当的经济利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有颇多证据表明夏辽矛盾复杂,在军事上相互防范,两国结盟可能性极低,参见

脱脱等:《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994—13995页。
李华瑞:《宋夏关系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7页;脱脱等:《辽

史》卷五九《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23页。
脱脱等:《宋史》卷一九〇《兵四》,第4720页。
脱脱等:《宋史》卷二六四《宋琪传》,第9126页。
脱脱等:《辽史》卷三四《兵卫志》,第399页。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二十三册《宋祁一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

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61页。
例如,庆历年间陕西北宋兵力有大致20万人,但是分散在鄜延、环庆、泾原等

路,各部署有5万余人,而西夏可以集中全部10万余兵力进攻一路,参见李华瑞:《宋夏

史探研集》,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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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① 修正宋夏等级制关系是元昊另一个关键的对外战略诉求。元昊曾遣

使呈告北宋称帝之事,上表称:“伏望陛下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②

至于辽,自北宋同辽订立了澶渊之盟后双方再无重大战事,但辽依然是北部

边境的潜在袭击者,辽曾趁宋夏冲突之机向宋廷索要“关南之地”,谋取军事

与经济利益。与此同时,北宋的战略目的却具有无限性。自元昊擅自称帝

起,北宋朝廷关于边防和西北勾结的连篇奏议透露出北宋对生存和根本利

益受到威胁的恐惧。元昊修改等级制关系的行为尽管实际功能有限,却是

对体系规范和北宋身份叙事的重大挑战。③ 直集贤院富弼在上疏里提到,西

夏已成中原之敌,可谓“西北相结,乱华为虞,自古闻之,于今见矣”。④

(二)
 

宋廷的战略选择和军事负担

宋夏战争初期接连的进攻失败震动朝野,不仅成为整个仁宗朝御夏战

略转变的关键节点,同时也改变了宋廷的御辽战略。宝元元年(1038年)十

月,西夏元昊建国称帝。⑤ 随着一系列宋夏互相刺激的行为⑥,元昊决意做

出更加激烈的回应。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西夏进攻北宋。战争爆发前,

宋朝皇帝就屡次“请边策”,朝廷出现了对外战略的大讨论,但在这一阶段宋

廷仍在进攻和防御战略中犹豫不决,两种战略都有其推崇者。仁宗“仁孝宽

裕”⑦,性格犹移少断,因此仁宗常常在当时士大夫激烈的争论中为各种声音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尽管难以考证西夏劫掠边区粮草的具体数额,但据推算西夏所掘北宋粮食远远高

出北宋所掘西夏粮食,参见李华瑞:《西夏史探赜》,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版,第52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三,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894页。
植根于儒家思想体系的“大一统”观念对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影响深远,在这一观

念中,华夏为统治与文化的中心。“大一统”观念到北宋开始成为一种“正统身份”,参见

江湄:《从“大一统”到“正统”论:论唐宋文化转型中的历史观嬗变》,载《史学理论研究》,

2006年第4期,第36—45页。
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下),北京大学中国古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上海古籍

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7—1448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二,第2882—2883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二,第2888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

三,第2896页。
脱脱等:《宋史》卷九《仁宗一》,第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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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左右,无法统领战略全局和协调各个机构。

推崇进攻战略的核心人物是韩琦,尹洙、夏竦是韩琦攻策的支持者,他

们深入地剖析了攻守的利弊。防御战略的支持者有夏守赟、陈执中、吴育、

田况、范仲淹等人。仁宗起先希望用韩琦的攻策,但朝内不乏反对者的声

音。① 康定元年(1040年),宋夏爆发延州之战,宋大败,延州因大雪而解围。

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前后,朝廷曾决定采用夏竦、韩琦建议的攻策。二月

初二,夏竦奏于朝廷,要求范仲淹合作攻夏,由泾原、鄜延两路共同出击,但

由于双方没有达成一致而未能实现合击。② 二月初十,韩琦命将领任福领兵

侧面攻击元昊,但任福被元昊诱至好水川附近而陷入包围,于是宋军大败。

主要将领任福、桑怿、武英、王珪先后战死,将校士卒阵亡1万余人。③ 此次

进攻之所以失败,更多的是因为宋方盲目轻敌、指挥无方。惨败结果沉重打

击了主攻派,仁宗诏令:“陕西诸路总管司严边备,毋辄入贼界,贼至则

御之。”④

同时,面对夏军灵活机动的迂回、埋伏战法,建立严密的边境防御从局

部看来更为可靠。自康定元年(1040年)六月起,范仲淹大阅延州军队,日夜

训练,又修建鄜城以及承平寨、永兴寨等12个寨。⑤ 八月,范仲淹收复塞门

寨,修复并守护金明城,整个延州外围的防线得到加固。⑥ 随着刘平、石元孙

败于延川,任福败于好水川,葛怀敏败于定川寨,严密的边境防御似乎是唯

一能发挥作用的策略。仁宗自此异常信任范仲淹的谋略,在得知定川寨军

情后,仁宗对左右说:“若仲淹出援,吾无虑矣。”后得知范仲淹曾出兵,仁宗

“大喜”道:“吾固知仲淹可用。”⑦

为了抵御西夏,以及防备潜在的夏辽联合侵宋可能,北宋的西北和北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六,第2997页;庞籍、田况的反对意见,参见李

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一,第3094—3096页。
脱脱等:《宋史》卷一一《仁宗三》,第278—281页。
冯东礼、毛元佑:《北宋辽夏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1页。
脱脱等:《宋史》卷一一《仁宗三》,第212页。
台湾三军大学编著:《中国历代战争史(第十一册)》,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

276页。
同上。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八,第3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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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防御在宋夏战争爆发后得到大大加强。庆历元年(1041年)前后,北宋

逐渐形成了较为清晰的御夏战略。战略上,构筑严密的边境军事防线,各缘

边要塞均屯兵二三万人。① 战术上则强调城寨发挥的前哨阵地作用,要求

“大为城寨”,“留土兵以守之”,目标是使以往的旧城寨数目翻倍。② 此外,受

到宋夏西北战事的影响,宋廷为了填补河北境内的兵力空虚,积极招募和调

遣御辽军队。③ 宋廷还在庆历初年密集地修缮、增固了河北沿边军州的城

池,又在塘泺的基础上决河堤、变河道,抵御契丹骑兵南下。④
 

宋夏冲突爆发后,内外禁军一共增加大约42万人,以致“军人日多,农民

日少”。⑤ 庆历年间的军队总数达到大致125.9万之巨⑥,北方兵力又以陕

西四路为最。据范仲淹估计,时陕西四路有禁军大约30万人,“非不多

也”。⑦ 这部分庞大但素质颇差的常备军是使宋朝财力困顿的关键。禁军所

费钱粮,据仁宗时包拯估计:“比之屯驻、驻泊,就粮兵士一月支费,可充乡兵

一岁之用。”⑧为了笼络军士人心,朝廷对士兵的赏赐非常慷慨,以至于“兵卫

至众,颁赉至多,府库之实,半供其费。中民十家之赋,禁卫一卒之赏”⑨。根

据庆历中任三司使的张方平所承奏议,景德年间的税收为大致1233万贯,到

庆历年间扩大到4400万贯,这其中冗兵“最为大患”。�10

建置和修复城、寨、堡等工事也是一项在物力和人力上都颇为靡费的工程。�1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10

�11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七,第3012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四,第3201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五,第3226页。
郭志伟:《北宋河北地区军事防御体系的构建———以“关南地之争”为中心》,载

《宋史研究论丛》,2021年第28辑,第49—50页。
脱脱:《宋史》卷一八七《兵一》,第4574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三,

第3923页。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五二《兵考四》,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558页。
范仲淹:《范仲淹全集》政府奏议卷下,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521页。
包拯著、杨国宜校注:《包拯集校注》卷四,黄山书社1999年版,第237页。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十七册《夏竦一三》,第48页。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三十七册《张方平九》,第129—131页。
以宋史专家汪圣铎为代表的当代学者在肯定城寨作用的同时指出了城、寨、堡

是国家财政的一项巨大负担,参见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下)》,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

425页;李华瑞:《宋夏关系史》,第222—223页;任树民:《北宋西北国防城寨的建筑规模

及其战略地位》,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年第4期,第1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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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元年(1041年)修建的秦州城城围12.7570市里,高10.885米,历时1
年零4个月竣工。陕西缘边四路一般的城池城围也有4~6市里,高3丈到

3丈5尺,城寨的防御系统中还有城壕、烽火台、战楼、望楼等设施。① 金明寨

新旧城共计用工人数79.9万,秦州城用工300万。② 再如平夏、灵平两寨,

“盖合五路之兵夫,凡七十馀万”。③ 城寨建成之后,又需要一定粮草储备才

能守卫,加上朝廷赏赐任役兵民和抚恤家属的费用,让城寨成为总体上非常

昂贵的防御体系。

事实上,在这一时期的宋夏、宋辽交往中,和解、讨价还价等非军事手段

有可能作为主要政策措施发挥作用。庆历三年(1043年)正月,元昊遣使议

和。④ 此时仁宗和代表保守派的二府大臣都求和心切,而范仲淹、韩琦、余

靖、蔡襄等人奏称西夏议和只是元昊的权宜之计,妥协只会使得辽、夏并立

而围困宋廷,因此不能议和。⑤ 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和议历经波折后订

立,但决策层只是将议和作为权宜之计。⑥ 宋辽谈判和宋夏谈判在时序上非

常接近。被宋廷视为头等防范对象的辽曾试图以非战争手段对宋进行讹

诈。庆历二年(1042年)春,宋夏战争态势总体趋于缓和,辽以收回“关南之

地”为由向宋讨要岁币和财物。通过半年的交涉,宋辽订立“关南誓书”。

宋廷决策者出于规避风险的考量选择了持续且巨额的军事防御投入,

来应对西夏和辽可能对国家安全和声誉造成的挑战。决策层普遍认为,契

丹一旦举兵必定深入中原,要力促河北重兵防备。⑦ 富弼于庆历四年(1044
年)所上《河北守御十二策》中提到,西夏和北辽之患尚未宁息,两国如果“叛

而复合,孰敢不许”?⑧ 范仲淹亦奏曰:“今西人议和,变诈难信,成与不成,大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任树民:《北宋西北国防城寨的建筑规模及其战略地位》,第14—15页。
李华瑞:《宋夏关系史》,第223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六,第11546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九,第3343—3344页。
台湾三军大学编著:《中国历代战争史(第十一册)》,第290—291页。
韩琦和范仲淹认为宋的战略应该是“日计用武之策,以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

务”,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九,第3597—3603页。
范仲淹:《范仲淹全集》政府奏议卷下,第562—563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〇,第36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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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防将来之患。”①因此,宋夏和议订立以后,改革集团的施政方针与休养生

息的迫切需要相矛盾,和议后国家调用并没有减少:“元昊请臣,西兵既解,

而调用无所减。”②庆历五年(1045年)二月,朝廷诏令陕西、河东经略司“边

臣益练军,毋得辄驰边备”。③ 从庆历到皇祐,军队总数不降反增,从125.9万

人增加到141万人。④ 到了嘉祐、治平年间,尽管北宋面临的基本是偶发的

边境小规模袭扰,但统治者不敢削减军备亦是因为这样做可能有损“国威”,

如苏轼所说:“沿边要地,屯聚重兵,止以壮国威而消敌谋。”⑤

此外,西夏对物质资源的欲望和对北宋的不满固化了宋夏之间持续紧

张的双边关系。嘉祐二年(1057年),边犯屡禁不止,经略使庞籍请朝廷禁绝

边市,朝廷从之,西夏边民“怨之,日夜聚兵境上”。郭恩、黄道元、武戡率兵

与敌军于忽里堆战斗,最终战败。⑥ 元昊之子谅祚不断侵扰边境,治平二年

(1065年),参知政事欧阳修、宰相韩琦相继重提进攻西夏,关于谋取横山的

议论再起。⑦ 治平三年(1066年)三月,谅祚举兵攻打大顺城,宋廷“止其岁

赐银帛”以回击。⑧ 事实证明,严密的设防边境一方面能够起到阻绝威胁的

作用,但另一方面会间接地妨碍双边紧张关系的缓和。苏轼就曾指出开边

筑城的影响具有不利一面:“不问利害,先筑城堡,置州县,使敌人憎畏中国。”⑨

(三)
 

战略透支结果

自仁宗朝中期起,战略透支问题日益凸显。仁宗朝的财政问题标志着

战略透支发展到了相当程度。两宋经济史家汪圣铎认为,仁宗朝的财政汲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同上书,第3624—3626页。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四《国用考二》,第700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四,第3747页。
杨高凡:《宋代“三冗”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88页。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五三《兵制》,第4589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五,第4471页;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
五十三册《王珪三六》,第209页。

李华瑞:《宋夏关系史》,第52页。
同上。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〇五,第98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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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已经接近极限,伤害了农业生产,百姓匮竭,民心愁怨。① 汪圣铎指出,冗

费问题形成的第一要素是冗兵。② 庆历年间的军费支出占到了天下总支出

的大致60%以上。③ 庆历五年(1045年),张方平收取的诸路盐酒商税岁课

比景德年间皆增加了约三数倍以上④,由此可见财税压力之惊人。南宋文人

叶适在《财总论》中评价:“夫当仁宗四十二年,号为本朝至平极盛之世,而财

用始大乏,天下之论扰扰,皆以财为虑矣。”⑤而民生危机很大程度是财政—

军事困境在国内引发的连锁反应。沉重的赋税尤其加重了西北三路民户的

负担,而且财政紧张还造成了地方赈济灾害不力。庆历六年(1046年)陕西

地区遇旱灾,张方平称:“民已艰食,颇有流移,
 

边警虽宁,兵戍尚众。……若

其役费不纾,必见物力日困。”⑥庆历七年(1047年),包拯上疏称:“缘西鄙用

事以来,关中生聚,凋残尤甚,物货踊贵。”⑦庆历八年(1048年),江淮、两浙

等地区旱涝相继,时任三司户部副使包拯奏疏中称:“民闲之蓄尽为军储矣,

民失其赖,流亡日众。”⑧

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即位,这位新任君主有志于实现强军拓边之

功,支持对夏进攻的官员终于得到了鼓舞和提拔。薛向、蔡挺、王韶等人攻

取横山、灵州和经略河湟的提议得到了采纳。王安石被破格起用,开始施行

以富国强兵为内容的变法。在变法的总体思想指导下,国家对禁军、厢军进

行了缩编和裁减。熙宁年间的禁军比治平时减少了9万余人,而后元丰年间

的厢军额又比熙宁时减少了21万余人。⑨ 随着增收节支政策的效果初显,

国家对外战略又打开了新的局面。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上)》,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8—39页。
同上书,第25—28页。
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1页。北

宋仁宗时禁军一卒岁费约五十贯,戍守于边的禁军约七十至一百贯。时禁军共七八十

万,陕西四路禁军约30万人,可见边费支出占据了全国相当大一部分,参见汪圣铎:《两
宋财政史(上)》,第401页。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三十七册《张方平九》,第130页。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二百八十五册《叶适一二》,第225页。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三十七册《张方平九》,第119页。
包拯:《包拯集校注》卷二,第98—99页。
同上书,第107—108页。
程明生:《宋代军队数量考》,载《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5期,第77—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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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明代中期的对蒙战略(1449—1567年)

明初的几十年内,明军常常能够在蒙古以草原特点的作战方式打败蒙

古人。然而,进攻行动的一次惨败让明朝陷入以消极保守的长期线性防御

对抗游牧民族袭击的劣势局面。从土木堡之变(1449年)到隆庆和议(1567
年),防御性持久战略逐渐成为明对蒙安全战略的基本方针,过度发展的军

事防御使得明廷面临严重的战略资源过耗问题。

(一)
 

战略互动环境

蒙古人在战争舞台上策动袭击的优越能力无须赘言。兵力结构、战术

经验、军事纪律为他们带来了发动袭击战的显著优势。蒙古人的社会以军

事为本,他们是熟练的骑兵和弓箭手。各部落普遍拥有严密的纪律以及对

军人的推崇,他们在生活方式上也比习惯耕作和定居的农夫更适应袭击的

作战方式
 

。① 蒙古游牧骑兵的机动性远远高于这一时期的明廷军队。京军

曾一度是支撑明朝积极有为进攻战略以及日常交战中机动策应的主要军事

力量。自永乐八年(1410年)至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明成祖曾率领京营

五征漠北,三犁虏庭,平定鞑靼。而伴随着京军的落寞,明军事机动能力显

著衰落。土木堡之变后,“京军没几尽”②,“羸马疲卒,不满十万”③。兵卒老

弱,再加上营伍腐败,新补充的各地入京兵将互不相识、各自为政,京军机动

力和战斗力都大为下降。

蒙古诸集团发动袭击往往出于获取财物、官方互市等经济利益诉求。

蒙古执政者一般优先以通贡方式来获得明廷的大量赏赐,但当明廷不能彻

底满足其物质愿望或者拒绝援助时,其往往会转向掠边。根据长期在北边

①

②

③

勒尼·格鲁塞著、魏英邦译:《草原帝国》,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
页;James

 

Chambers,
 

The
 

Devil's
 

Horsemen:
 

The
 

Mongol
 

Invasion
 

of
 

Europe,
 

New
 

York:
 

Atheneum,
 

1979,
 

pp.51-69.
张廷玉等:《明史》卷八九《兵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77页。
《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湾省)影印本,正统

十四年八月癸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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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的王崇古所描述:“北虏散处漠北,人不耕织,地无他产,虏锅釜针线之

日用,须籍中国铸造,绸缎绢布之色衣,惟恃抢掠。”①也先之后的瓦剌和东蒙

古孛来、毛里孩直至满都鲁汗、癿加思兰时期,蒙古不断袭扰明边,其间不时

遣使通贡。而“中兴之主”达延汗除了要求获取经济利益以外,还谋求与明

朝在外交中平等交往。

然而,在客观上蒙古拥有能够威胁明朝国家安全的实力。单就兵力规

模而言,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时,蒙古堪战者约30万②;而明虽兵额不小,

九边军数定额达46万余之众,然而军士逃亡现象严重,疲敝不堪战者众

多③。与此同时,国家身份叙事与自身执政地位的稳固始终是蒙古牵动明廷

决策者神经的关键因素,抵御袭击和维护明的国家根本利益紧密相关。自

明朝建立起,面对盘踞蒙古草原、自视为大元王朝合法继承者的北元政权,

明太祖朱元璋就以“天更元运,以付于朕”昭示自身的正统性④,又屡次派军

北伐且声明:“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⑤到明成祖朱

棣时,东蒙古(鞑靼)因传承蒙古皇帝嫡裔而成为明成祖的主要打击对象。⑥

刘斌在土木堡之变后劝告景泰帝,国家的外交状况本质上是统治者道德的

外在体现:“陛下言之而善,行之而当,则天下从;言之未善,行之未当,则天

下违。”⑦因此明廷上下希望对蒙古至少维持宗主国的地位,正如周叙所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王崇古:《为北虏纳款执判求降疏》,载陈子龙等选辑:《皇明经世文编》卷三一

六,明崇祯平露堂刻本。
《明神宗实录》卷五八八,“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湾省)影印本,万历

四十七年十一月乙酉;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四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

270页。此处以万历四十七年的蒙古人口为基数估算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的蒙古人

口,并以前者战斗力之比例推算后者战斗力数量。
马自树对正德、嘉靖年京军情况的考证,参见马自树:《明代兵制初探(下)》,载

《东疆学刊》,1985年2期,第85页。
《明太祖实录》卷一九六,“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湾省)影印本,洪武

二十二年五月癸巳。
《明太祖实录》卷五三,洪武七年九月丁丑。
于默颖:《明蒙关系研究:以明蒙双边政策及明朝对蒙古的防御为中心》,内蒙古

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3页。
刘斌:《复雠疏》,载《皇明经世文编》卷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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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堂天朝,疆域万里,兵甲数百万众,得不思汛扫沙漠以图报复哉?”①

(二)
 

明廷的战略选择和军事负担

进攻行动的一次惨败让明朝陷入了以防御性持久战略对抗游牧民族袭

击的劣势局面。土木堡之变中,蒙古人覆灭了明中央军,掳走明廷的皇帝,

还前所未有地几乎攻破明朝的都城。诚然,土木堡之变在短期内极大地损

伤了明军的进攻能力,京军数量与战斗力锐减,大批熟悉草原的精英武官亦

亡于草原。这场战败是整个明代对蒙战略的转折点,它标志着明军最后一

次主动闯入草原和游牧民族作战。顾炎武后来在一份报告中提到,土木堡

之变当年,皇帝下令将所有的长城附近哨所都撤到内侧,自此明朝彻底失去

了巩卫北部边境的指挥点。②

土木堡之变后,永乐朝积极有为的进攻性安全战略转向了保守、内向的

消极防御战略———这场军事灾难没能使明朝政治家走上积极解决明蒙问题

的方向。③ 明廷军事上主要依托长城固守边疆,以修边筑堡、摆边固守作为

应对蒙古威胁的主要手段。④ 明对蒙防御战略以边墙为中心,开展大规模的

修边筑堡活动:以宣府镇为例,在土木堡之变后第2个月(1449年9月),明

廷开始对其关隘进行大规模修补,景泰时期又增加驻军人数,到成化年间,

明廷在宣府镇修筑大量传讯墩台。正德初年时(1506年),在宣府镇所辖

1865余里的边境线上已有墩台984座、官军6888员,后墩台数更增至千余,

而明初宣府、大同二镇墩台不过360座而已。⑤ 另一项重要的军事防御工事

是边墙,即现在人们熟知的明长城。在宣府,正统十四年(1449年)前,边墙

①

②

③

④

⑤

周叙:《复仇疏》,载《皇明经世文编》卷二五。这是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九月

土木堡之变后所上的奏疏。此处周叙实际上建议与也先暂时议和,然而,即便是议和的

主张也未放弃对宗主身份的追求。
弗兰克·基尔曼、费正清著,门洪华等译:《中国的战争行为》,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251页

时殷弘:《武装的中国:千年战略传统及其外交意蕴》,第22页。
于默颖:《“土木之变”至隆庆和议前明朝对蒙古的消极固守应付政策》,载《内蒙

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94—95页。
原廓:《京营废弛与边军崛起:走向保守和短视的明帝国》,载《国家人文历史》,

2020年第21期,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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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仅16500余丈(110里),成化五年(1469年)增修后,边墙长度达到

114600丈,之后历朝均有增修。① 成祖时期开放而模糊的无形边界从此让

位于有形的封闭边防。

以边墙为依托,明廷在军事部署上实行“主兵摆边、客兵入援”策略,即

令各边镇主兵分列沿边墙戍守,“画地而分之,沿墙而守之”。② 将主力部队

面对敌军分散成一长列防线的部署存在典型的线性防御式局限:只能抵抗

敌人的小规模行动,“我散而守,彼聚而攻,虽称十万之众,当锋不过三千人;

一营失守,则二十二营俱为无用之兵;十里溃防,则二千余里尽为难守之

地”③。为应对蒙古进攻,明廷设置游兵营、奇兵营和援兵营负责往来巡逻与

战时策应救援,但频繁的征调使客兵疲于奔命,防守之策“日见技穷而力

绌”。④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阶段明军亦有依托边墙开展的反攻举措,如王越

主持的红盐池之战(1473年)、威宁海之战(1480年)等,然而这些小规模的

反攻尝试往往以继续修筑边墙防线以及等待与防备蒙古的下一次进攻告

终,与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转变相距甚远。⑤

土木堡之变前,明廷内部尚有相当数量的以京军为核心的军事部署思

想⑥,以及对于积极进攻行动的正面评价⑦。土木堡之变后,京军在边防中

的作用被逐渐淡化,虽仍有马文升“京师天下根本,居重驭轻”⑧之认识,但如

商辂、刘健般以守边为上⑨、京营只能为辅�10的观点逐渐成为主流。此外,追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10

原廓:《京营废弛与边军崛起:走向保守和短视的明帝国》,载《国家人文历史》,

2020年第21期,第119页。
刘焘:《摆边》,载《皇明经世文编》卷三〇四。
同上。
于默颖:《“土木之变”至隆庆和议前明朝对蒙古的消极固守应付政策》,第96页。
如红盐池之战后延绥巡抚余子俊大修橐驼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余子俊又

将延绥边墙法推行至宣府、大同两镇。
参见徐有贞:《条议五事疏》,载《皇明经世文编》卷三七。
参见王直:《美靖远伯王公功成诗序》,载《皇明经世文编》卷二六。
马文升:《为会集廷臣计议御虏方略以绝大患事疏》,载《皇明经世文编》卷六四。
商辂:《边务疏》,载《皇明经世文编》卷三八。此疏为其成化三年(1467年)二月

重返内阁后所上,被宪宗采纳。事见张廷玉等:《明史》列传第六十四《李贤、吕原、子常、
岳正、彭时、商辂、刘定之》,第4688页。

刘健:《御虏安边事宜疏》,载《皇明经世文编》卷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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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坚固的前哨防线为官僚群体的共识。英宗朝名臣李秉在奏疏中直言:“安

边之策,尤莫先于据险以守固。”①韩雍更是以儒家经典为这一战略张目。②

到15世纪70年代,以余子俊为代表的消极防御派在收复河套地区的漫长争

论中最终胜过兵部尚书白圭所代表的积极北进派,标志着静态保守的防御

彻底成为明廷北边战略的主导路线。③

筑防工事的确是应对低烈度威胁可资利用的工具,它虽未能彻底阻止

游牧民族南下劫掠,但对于小规模劫掠这一边境最常见的冲突方式仍能起

到一定的阻挡作用。④ 但更重大的问题在于,资源耗竭必然成为过度依赖线

性设防边界的弊病。资源耗竭一方面来自运粮之难,至明中期,军屯败坏⑤,

军饷拮据,只能仰仗内地运粮,而明初以盐商运粮换取盐引的开中法也已失

能。⑥ 另一方面,防线过长,官军人马本就不足,“每堡多者不过数十人,少者

仅得二、三人,……在卫守门者多系老幼,操守者,止存余丁”⑦,修筑边墙又

耗费人力物力,如弘治末年甘肃修边三年,需人九万,军士军余不足,又征民

夫,不仅军士疲敝,亦耗费大量钱粮⑧。加之边将贪污奢侈、虚报兵额,边军

日益成为吞噬明廷资源的巨大黑洞。

面对这样的窘境,在大规模进攻、积极防御等替代性军事战略之外,互

市、通贡等非军事手段亦可以作为重要的政策工具,一定程度上减轻明廷的军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李秉:《整饬边备事》,载《皇明经世文编》卷四三。
韩雍:《聚落新城记》,载《皇明经世文编》卷五五。
阿瑟·沃尔德伦:《14至17世纪的中国战略》,载威廉森·默里等编、时殷弘等

译:《缔造战略:统治者、战争与国家》,第110—111页。
唐龙的经历是这一益处的证明,在其奏疏中,唐龙称:“无坚好边墙去处,虏辄易

犯,兵亦难御。……有坚好边墙去处,虏之入也既惧我兵遏其冲,而出也又惧我兵击其

尾,是以不敢轻犯。”参见唐龙:《立边防以御虏患以保地方疏》,载《皇明经世文编》卷一八

九。唐龙曾任陕西提学副使、兵部尚书。
军屯的破坏,参见陈文石:《明代前期的辽东边防》,载陈文石:《明清政治社会史

论(上册)》,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版,第233页。
张廷玉等:《明史》卷八〇《食货四》,第1939页。
万表编:《皇明经济文录》卷三四《蓟州》,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693页。
于默颖:《“土木之变”至隆庆和议前期明朝对蒙古的消极固守应付政策》,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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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防御负担。正统、景泰时期,明廷对蒙古朝贡的态度仍是“入贡在所不拒”①;

天顺朝之后,明蒙间使臣往来由双向互派使臣转变为蒙古单方面遣使至明

朝②;至弘治十三年(1500年)后,大同马市关闭,明与蒙古(除兀良哈三卫

外)的贸易基本断绝。具有风险规避倾向的明廷选择了长期性、高强度的军

事资源投入,来应对进攻方有可能对国家安全和声誉造成的挑战。决策精

英将国内政治的稳定和“兵威”紧密联系。杨继盛在其名篇《请罢马市疏》中

强调:“人人有思乱之心,特畏国家之兵威尔。……(开马市)则彼皆以为天

下兵威已弱,蠢兹丑虏,尚不能服;群起为盗,又焉能制? 则将来腹心之变可

胜言乎? 此起百姓不靖之渐。”③这种国家示外以弱也就等于示内以弱的思

维影响了明廷的对外政策,间接阻塞了决策者理解对手的渠道。嘉靖二十

年(1541年),俺答汗遣使求贡,但世宗完全失去了对蒙古的信任,宣称“务要

选将练兵,出边追剿,数其侵犯大罪,绝彼通贡”④。

蒙古的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反而滋生了对明廷更大的不满,而这

无利于双方通过外交或经济手段缓解紧张局势。明蒙经济交流仍然能够一

定程度上维持边境的稳定,而经济交流的断绝是边境战乱的根源之一:明朝

长期断绝与蒙古的经济往来,草原必需物资无从交易,刺激蒙古的劫掠需

求。⑤ 正德、嘉靖年间,蒙古“犯边杀掠吏民不已”⑥。而在败于俺答汗之手

后,处于弱势地位的明廷与蒙古议和,封俺答汗为顺义王,重开朝贡马市,反

而迎来比较长久的和平。⑦ 明廷顽固地拒绝与蒙古经贸往来具有负面后果,

最经典的体现莫过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的庚戌之变。自嘉靖十三年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语出于谦的“和则不可,入贡在所不拒”。参见杨守谦:《求贡记》,载薄音湖、王
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93页。

这一时期蒙古政权的动荡亦阻碍了双方的朝贡互市。如景泰五年至天顺六年

(1454—1462年)时大同马市相关记录空白,可能因蒙古内部战争而中断。
杨继盛:《请罢马市疏》,载《皇明经世文编》卷二九三。
《明世宗实录》卷二五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湾省)影印本,嘉靖

二十年七月丁酉。
牟复礼、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14页。
王世贞:《北虏始末志》,载薄音湖、王雄编:《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

第23页。
《明穆宗实录》卷六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湾省)影印本,隆庆五

年九月乙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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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4年)起,俺答汗数十次求贡不得,几次遣使亦被明边将诱杀,终于走到

以战迫和、兵临北京城下的地步,发生摩擦时明廷又直接关闭马市,导致边

患复起。①

(三)
 

战略透支结果

以现在的后见之明来看,这一时期明的封闭式边境防线设计漫长且脆

弱,一方面明廷需要频繁且大量地对前哨线进行资源补充,另一方面维持前

哨线的后勤补给路途远,运输难度高。当这一战略成为主要的国防手段被

过度施行时,以上缺陷就更加明显。事实上,长期以封闭式防线为主要甚至

唯一的防御手段是得不偿失的选择,即使是对潜在国力“远超出它的任何对

手”的明也不例外。② 面对战略手段与可用资源不适配的现状,明精英阶层

选择了过度汲取资源而非调整手段。纵观景泰至嘉靖年间12位重臣关于边

境粮饷问题的建议,其要点仅仅集中在复开中、兴屯田、调粮价、削冗员等细

节而已③,至于其他选良将、补边墙、清吏治或建议皇帝勤政纳谏之类奏疏数

不胜数,几无质疑现有防御战略者。

到世宗中年,明代决策精英对工事防御的依赖导致国家的财政状况乃

至经济社会整体日益败坏。据明史记载,“世宗中年,边供费繁,加以土木、

祷祀,月无虚日,帑藏匮竭。司农百计生财,甚至变卖寺田,收赎军罪,犹不

能给。”到嘉靖三十年(1551年),面对庞大的军费支出,户部几乎无计可施,

唯有加赋。然而,加赋等举措在军费“多者过五百万,少者亦三百余万,岁入

不能充岁出之半”时,也只能起一时之效,“久之诸所灌输益少”。④ 简要来

说,“边供”对财政产生两大负面影响:一是数量巨大,税赋难给;二是国家筹

①

②

③

④

张廷玉等:《明史》卷三二七《外国八》,第8481页。
阿瑟·沃尔德伦:《14至17世纪的中国战略》,第102页。
赖建诚:《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1531—1602》,联

经(“中央研究院”丛书)2008年版,第256—263页。
张廷玉等:《明史》卷七十八《食货二》,第1901页。北方军费开支确乎是明中后

期财政支出的大头。以万历六年(1578年)中央财政支出的情况来看,十三边镇年例银

支出三百二十二万三千零四十六两,占据全年岁出的76.29%,参见赖建诚:《边境粮饷:
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1531—1602》,第3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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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资金的能力遭受严重挑战,财政机器运转几乎到了极限。巨大的军费开支

给明代社会造成沉重负担,由于“边供繁费”,于是向民间搜刮,“遣部使者括逋

赋”,百姓不堪明廷压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导致“百姓嗷嗷,海内骚动”。①

自隆庆帝即位后,高拱、张居正等刚强有为的国务家先后上台,执着于

线性防御的状况得以扭转,和谈与妥协缓解了蒙古的威胁。在张居正推动

下,明廷同俺答汗达成和约,给予其官方地位并允许其与中国通商,实现了

和平。此外,明朝的军费开支急剧下降,到了1577年时,宣府和大同等地的

防务开支减少到媾和之前的20%~30%。② 然而,北疆边患并未从此消解,

而是逐渐向辽东转移,但这一次,不再有足够强势的政治人物推行这类“令

人反感的妥协政策”。③

六、
 

结语

为了维持既有利益和安全,国家投入靡费的防御努力从而陷入战略透

支,是国家有可能面临的但历史上并不多见的困境。之所以不太容易在近

现代国际关系史上找到符合上述特定历史情境的案例,一部分原因是在战

略透支形成过程中国家在政治和战略层面显著的防御性的案例较为罕见,

而模棱两可的案例难以满足这一研究问题的理论条件要求;另一部分原因

是防御信条下国家战略透支机制所要求的各种条件很难同时具备。首先,

进攻方和防御方要具备机动能力和战略目的的不对称性。其次,防御方经

历进攻行动惨败后才可能会彻底地依赖防御性持久战略抵御袭击战威胁。

最后,在“袭击—持久”战略互动中,由于本国决策者的风险规避倾向以及对

手的相对剥夺感持续放大军事资源投入需要,国家才最终陷入耗竭战略资

源的困境。

在此仍要说明的是,由于本文所涉历史案例时间跨度大,有关宋明两朝

资源过耗现象的要素繁杂、材料众多,因此还存在诸多战略机理尚未厘清和

阐明,譬如“战略透支缘何改善或逆转”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此外,对

①

②

③

《明世宗实录》卷三五一,嘉靖二十八年八月己亥。
阿瑟·沃尔德伦:《14至17世纪的中国战略》,第117页。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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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冗兵、冗费与明代低效的边防体系的识别皆非本研究的创见,本文的

创新尝试在于以大战略理论视野分析相关一手、二手资料,从而努力为理解

防御信条下国家战略透支形成机制提供有启发意义的视角。

本研究的启示首先在于,战略理论的探索应注意包容实践的多样性。

战略透支理论研究不能刻意排斥防御性要素,否则就是轻视了战略透支机

理中重要的一方面。有时在复杂多变的历史经验面前,过于简单化的概念

可能无助于从历史中总结真正的规律,甚至有从一开始就忽视了这种现象

存在的风险。几乎每一个陷入战略透支的国家都有其复杂、独特的原因,正

如一些战略学家反复强调的,历史研习有其本身的巨大效用,只有从对往昔

的细致考察、研习中才有机会丰富与优化战略理论和观念。其次,宋廷和明

廷战略防御的努力因为过于刻板而伤害了整体战略布局。战术层面的成功

经验难以复刻到战略层面,战争及战略操作不是科学①,需要决策层精心维

持目的、手段、资源间的和谐,并依据情势即时创造。最后,对北宋和明代案

例的战略史考察还说明,并非只有如拿破仑、威廉二世一样野心勃勃的领导

者才会让国家付出战略透支的沉重代价,不尚进攻的战略决策者同样可能

使国家自我疲敝。最根本的道理简单来讲是“不欲疲敝中国以事夷狄”②的

古老中国的政治经验。如果用冷战史大家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的话

来说,则是:“将安全等同于捍卫经久的利益,而非等同于击退短暂的威胁。

它意味着有在威胁之外独立存在的利益,意味着决心不将意在抗击威胁的

行为过度地施行到危及利益的地步。”③

①

②

③

时殷弘、于海峰:《论大战略的目的及其基本原则》,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8年第5期,第113—114页。
范晔:《后汉书》卷八八,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09—2910页。
约翰·加迪斯著、时殷弘译:《遏制战略: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商

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39页。


